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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大批实体企业开始加入数字化转型浪潮.数字化转型是否真正能够有效

地为企业升级赋能,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对行业内其他企业具有溢出效应,是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的

重要话题.本文以沪深 A股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所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

效促进企业升级并且该影响存在行业溢出效应.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底层技术运用”

和“技术实践应用”均对企业升级有促进作用.企业创新增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和交易成本下降在数字化转型促

进企业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地处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数字产业企业、

市场势力较弱以及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行业中,数字

化转型的行业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实现数字化背景下行业协同发展,以及推动企业更好地享有数

字化转型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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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实现了迅猛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１)»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于２０２０年已达３９．２万亿元,在 GDP中占比３８．６％,已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支撑力量.«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依托数字经济

发展的新优势,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助力传统产业升级.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微观主体

是否有效实现了数字化转型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下,企业数字

化转型带来的经济效应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１].但与炙手可热的数字化转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传统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面临的窘境,在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存在企业止步于巨额的前期投入“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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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限于数字技术应用门槛“不能转”,鉴于投资回报周期长“不敢转”的情况[２].因而,探究企业数字

化转型究竟能否为企业赋能、能否促进企业升级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面临的一大难题.对这一问题的

回答将为引导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企业更好地享有数字化转型红利以及探寻企业

升级的新路径和机制提供理论支持.与此同时,同行企业由于面临相同的政策环境与市场需求,且具

有相似的基本面[３],同行数字化转型对焦点企业能够产生引领与示范作用.同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

中积累的知识经验能够通过同行协作与人才流动实现行业内的知识溢出与技术溢出[４],进而对焦点

企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同行数字化转型对焦点企业的溢出效应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内容.
在对单个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同群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单个企业数字

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业绩[５]与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６];以分析师为联结点构建的同群企业内存在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７].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更鲜有研究关注同行

数字化转型对焦点企业升级的溢出效应.企业转型与企业升级密切相关并且同行企业数字化决策会

对焦点企业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原因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数字化、自动化发展水

平[８],优化企业资源配置与生产决策从而助力企业升级.与此同时,同行数字化转型积累的转型经验

与数字化知识技术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有助于降低焦点企业的转型成本与风险,促使焦点企业迫于

竞争压力引入先进技术设备进而促进企业升级.因此,探究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以及同行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不仅能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评估数字化转型成效,还有助于为企

业更好地享有转型红利促进行业协同发展提出针对性指导方案.为此,本文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能

否有效促进企业升级,同行数字化转型是否具有行业内溢出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何种方式

作用于企业升级,该影响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不同类型企业间是否存在差异,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
致力于从企业升级的角度评估数字化转型成效,并为引导实体企业切实享有数字化转型红利提供具

有针对性、实用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探究了焦点企业与同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双重影响.企

业自身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变革传统运营模式,进而提升企业运转效率促进企

业升级.与此同时,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溢出与知识溢出会使焦点企业迫于竞争压力引

入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而促进企业升级.本文尝试将单个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同行数字化转型纳入统一

分析框架,探究两者对焦点企业升级的叠加影响.其二,本文基于不同行业特征设计并检验了数字化

转型影响企业升级的作用机制.虽然已有研究关注到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９],
但较为侧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以及生产成本、管理成本在数字化影响效应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

不仅考虑制造业并且还更加关注服务业“轻库存重市场”的特征,以及数字化转型中网络销售与数据

平台等广泛运用对服务业企业销售环节的影响,设计了同时适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企业创新、产能

利用率、交易成本中介机制检验,为数字化转型对各类行业普适性影响机制的探究提供了经验借鉴.
其三,依照企业技术偏好对数字化转型进行细分,探究不同技术特征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差异

化影响.不同于制造业企业相对单纯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本文着重考虑了智能穿戴、智能交通、智
能医疗和智能客服等数字技术在不同行业实践中的多场景应用,并且参照吴非等(２０２１)的做法[１０],
区分“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并考察其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及该影响的异质性,拓展了企业

数字化转型实践应用的相关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１．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升级相关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生产、运
营等重大改进的过程[１１].数字技术的运用极大提升了企业处理非标准化、非结构化数据的能力[１２],
由此能够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具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变革企业原有运营模式以及内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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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１３],通过增强企业学习能力、助力企业嵌入外部网络等最终提高企业业绩[２][５].此外,企业生产

与销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生产成本、运营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１４],进
而提升企业投入产出效率与生产效率[６][１５],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１６].

企业升级是指由企业经营所需技能水平提升带动的企业生产效率提升[１７],即企业在原有资源条

件下达到更高的产出水平.从影响企业升级的外部因素来看,政府上调最低工资可通过要素替代或

淘汰落后企业促进企业升级[１８],以增值税等为代表的间接税费会抑制企业升级[１９].从影响企业升

级的内部因素来看,企业拥有的稀缺且难以复制的资源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２０],这些关键资源以

及企业的关键能力如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升级的重要基础[２１].
现有文献就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业绩、运营效率等的相关研究以及企业升级影响因素的相

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仅有刘飞

(２０２０)、倪克金和刘修岩(２０２１)和赵宸宇等(２０２１)就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生产率或企业成长的

影响展开了相关研究[６][８][９].其中,刘飞(２０２０)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数字化投资、数字技术应用

和业务模式转型三类,并采用结构方程依次检验了三者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影响[６],但没有对

具体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本文就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的分析对其进行了有益补充.倪克金

和刘修岩(２０２１)就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成长的相关研究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其研究表明,数字化

转型能够促进以总资产增长率、企业价值、销售增长率提高为代表的企业成长,并且劳动效率提升与

企业成本降低是两大中介机制[８].虽然企业成长可视为企业升级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倪克金和刘修

岩(２０２１)的研究侧重从规模效应的角度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扩大资产规模与销售额的作用机

制[８],较少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集约型发展的影响.本文侧重于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能

利用率的作用渠道,有助于为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实现集约型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此外,不同于单一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与赵宸宇等(２０２１)研

究[９]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本文不仅考虑单个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的影响,还关注同行企业

数字化转型对焦点企业的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存在行业溢出效应,且当行业信

息透明度较高时该效应更为明显.其二,本文将服务业企业纳入研究样本,并基于服务业企业“轻库

存重市场”的特征设计了企业交易成本作为中介渠道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升

级的过程中,交易成本降低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其三,本文就不同应用场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

响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不同于制造业企业相对单纯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本文着重考虑了数字技

术在实践中的多场景应用,通过构建“技术实践应用”指数考察其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并与“底层技术

运用”的影响效果进行对比分析,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

２．行业溢出效应相关研究

相同的宏观政策与市场环境以及相似的基本面,使同行企业的特征与决策具有溢出效应[３].其

中,具有相似特征个体间的相互模仿行为即“同群效应”是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企业间的模仿多

出于学习与竞争两大动机,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处于信息劣势的企业会倾向于模仿同群企业

决策以降低决策风险[２２];而当企业面临较大外部竞争压力时,企业会通过与同群企业保持一致战略

决策维持竞争均势[２３].现有研究表明以分析师为联结点的同群企业中存在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资
源基础与动态能力较为一般的企业更倾向于模仿同群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７].但事实上,除了同群

模仿之外,同群企业决策还存在企业间决策效果的溢出效应.例如,同行企业较为积极的管理层语调

所传递的利好信息与警示信息会促进焦点企业增加创新投资[２４];同行企业收到问询函会抑制焦点企

业的盈余管理[２５].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同行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对焦点企业产生溢出影响.本文

就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焦点企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能够为行业溢出效应提供数字化背景下的经验

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拥有的难以复制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能够转变为企业能力进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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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升级.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其经济价值日益凸显,企业数字化转型正是“数据”与实体经

济间的重要桥梁[２６],将对企业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
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升级.

首先,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意愿与创新能力促进企业升级.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时

企业为引入先进数字技术,提升对非结构化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能力,建立智能工厂等,就必须学

习先进的数字管理理念并创新商务模式,实现由数字赋能向数字使能演进[２７],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创

新需求与创新意愿会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通过开发并使用数据与信息资源加

强企业各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使企业研发部门更好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从而缩短研发

周期或节省资源提高创新效率[２８];还能够提高企业对外部信息的分析处理能力,使企业更迅速地捕

捉前瞻性技术、提升创新敏锐度[２９];并能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实现协同创新.无论是提升创新效率、创
新敏锐度还是实现协同创新,最终都将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研发的新产品具有更高的差

异化与附加值,能够形成品牌效应[３０];并且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生产模式、营销

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性变革有助于整合企业现有资源并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产品创新与运营模式

创新均有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升级.
其次,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促进企业升级.在供给端,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

供应链数字化实现上下游企业精准对接,减少过剩产能,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在生产端,数字化转

型能够通过对产品、设备的数字分析实现生产全流程在线监控,及时优化各个生产环节,快速发现并

解决问题,进而提高生产制造系统的自组织性与精准性从而实现生产智能化[３１];与此同时,生产制造

系统中数字孪生模型的建立,能够通过虚拟工厂对真实生产流程的虚拟仿真,实现多车间协同与柔性

化生产[３２].在需求端,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企业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实现精准营

销,进而有助于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决策从而提高产能利用率[３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意味着

企业在原有资源禀赋条件下能够实现更大产出,最终实现企业升级.
最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升级.其一,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实现企业产

品价格、制造工艺和质量监控等信息的可视化与可追溯,信息透明度提升有助于降低企业交易中的协

商成本与谈判成本[３４];其二,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有助于加强交易双方的联

系与沟通,并建立对交易标的产品或物料的实时追踪,进而降低对交易方的监督成本以及因契约不完

备性带来的违约成本[１６];其三,在企业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过程中,电子商务与移动支付的使用能够

有效传递供求信息并打破交易时空局限,结合数字化仓储物流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线下交易成本[３５].
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为企业升级营造较为稳定且可控的外部环境,使企业集中精力与资源打造核

心优势进而实现企业升级.
为更细致地考察不同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参照吴非

等(２０２１)的做法[１０],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细分为“底层技术运用”与“技术实践应用”两种类型进

行讨论.对多数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项目具有成本高、周期长和难度大的特点,而在经济新常态下,
实体企业发展本身面临着较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那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可能

更偏向引入能够在各类市场场景中实践运用、短期内能带来收益回报的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实践

运用不仅能够通过与其他产品与服务的连接,使数字技术原有价值与功能获得拓展,也能够在特定使

用情境下助力企业把握新机会、获得新能力、构建新模式[３６],进而能够更为直接有效地影响企业升

级.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 H１: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升级,且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能发挥更大促进作用.
除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外,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可能对焦点企业升级产生促进作用.其一,同

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知识溢出促进焦点企业升级.身处相似市场环境的同行企业对数字技术

与数字化知识经验的需求具有同质性.同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通过“干中学”积累的知识与生产经

验能够通过同行合作研发、专利信息公开等渠道传递至焦点企业[４],同行的数字化技术经验有助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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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焦点企业升级.此外,同行企业数字化知识溢出还有助于降低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与风险,进
而提高焦点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企业升级.其二,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技术溢出促进焦点企

业升级.同行的技术领先型企业采用的新型数字技术与数字化产品对其他企业具有示范作用,在竞

争压力下焦点企业为保持行业地位会通过各种渠道追赶领先企业[７].例如,焦点企业可以购买与同

行企业类似的数字化产品设备,或引进同行企业相关技术人员,间接获取数字化技术以提升产品质量

与附加值从而实现企业升级.为此,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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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本文主要逻辑框架

　　假设 H２:同行数字化转型对焦点企业升级存在溢出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沪深 A股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所使用的企业年报文本来自巨潮

资讯网,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参照现有相关文献,本文对初始数据进行了以下处

理:剔除所有ST和∗ST样本;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剔除数据缺失样本;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１％和

９９％水平上进行了 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２６５９８个公司—年度样本.
(二)主要变量的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企业升级(Lntfp)
基于上述对企业升级的概念界定,从结果导向出发可采用企业营业利润率等变量作为企业升级

水平的代理变量[１９],但此类指标只能衡量企业单方面发展状况(如盈利能力),不能较好地反映企业

整体提质增效的情况.故本文将企业升级视为企业在原有资源条件下实现更高的产出水平,并参照

李永友和严岑(２０１８)、逯东和池毅(２０１９)的做法[３７][３８],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升级的代理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企业要素投入数量之外的企业制度优化、管理水平和技术引入等多种要素对

增长的贡献率[３９],而且无论企业采取何种升级策略、企业价值与市场地位如何变化,企业升级最终都

会表现在企业生产率上[３７],因此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升级的代理变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

理性.考虑到LP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较为灵活地选择代理变量并且使用相对较为广泛,为此

本文参照郑宝红和张兆国(２０１８)的做法[４０],将采用LP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升级的

代理变量.

２．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cg)、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Dcg_ind)
本文参照赵宸宇等(２０２１)的做法[９],采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在具体操作中,

首先采用Python从巨潮资讯网下载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随后基于企业数字

化转型关键词词群,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识别与扫描,并记录每份年报中相关关键词出现次数,
将该年该公司年报中所有关键词出现次数加总得到的词频取自然对数,作为该公司在该年度数字化

转型程度的代理变量.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由企业核心管理层出具,能够体现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理念

以及企业发展路径,从企业年报中提取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能够反映企业当前的数字化战略特

征及其未来发展规划[２].相较于判定企业是否进行了数字化变革[５],采用词频统计能够较为准确且

全面地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倾向与数字化转型程度.
其中,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群的界定主要参照吴非等(２０２１)的做法[１０],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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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和大数据四类技术视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需要引入的底层技术,与之相关的关键词词频取自

然对数后,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底层技术运用”的代理变量(Dcg１),该变量主要衡量企业在生产、经
营和管理等运营环节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以及企业对基础数字技术的重视程度;与之对应,设定不同场

景下与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相关的关键词词群,进行词频统计后取自然对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技术实践应用”的代理变量(Dcg２),以衡量在不同市场场景下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情况;最后,
将“底层技术运用”与“技术实践应用”所有相关关键词词频加总取自然对数后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

度的综合指标(Dcg).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衡量参照李姝等(２０２１)的做法[２４],采用除焦点企

业之外的其他同行企业该年度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均值作为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变量.图

２为参照吴非等(２０２１)绘制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构化特征词图谱”设置的本文所用的企业数字化

转型关键词词群.

!"#$%&

'()*#$

#$+,-&

./0#$

123#$

456#$

'()*、89)*、:;<=、>?@ABCDE、)*/0F
)*GH'、GHIJ、KLIJ、MNOP、QRST#$、

'UST、MVST、WXYZ、[\]^、[_M`a<
b、

./0、/0cd、efcd、/0ghi、jk/0、lm、
nop+、qrp+、stp+

123、u23、:23、vw23、xyz{23、|}23、
~�23、��23、�r�k、����、 �w�、R��、
m�R<DE

EB

456、/���、F��23、�F��#$、)*��r�

�\���、(9���、�\��、�����、��8�、�\��、� y��、
��、)**¡、 、 、 、 、 、��、)*¢£、)¤¥9、)*¦§、)
*��、)*¨©、)*ª«、)*>¬、)*e­、)*®¯、)*��、)*°±、/
�°±、²'³´、�����、/���、 、��µ#、¶i��、·¸¹º

NFC
B2B B2C C2B C2C O2O

Fintech

图２　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群

　　３．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赵宸宇等(２０２１)以及逯东和池毅(２０１９)的变量选取[９][３８],纳入公司财务特征以及治理

等相关方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公司规模(Size),取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杠杆率(Lev),取
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权益负债率(Caps),取所有权权益与负债总额之比;总资产收益率

(Roa),取净利润与资产总额之比;流动比率(Flowr),取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公司年龄(Age),
取公司年龄的自然对数;产权性质(State),当企业为国企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管理费用率(Mfee),
取企业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股权集中度(Toptenrate),取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

(Independent),采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占比衡量;董事会规模(Dboard),取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

数;年度与行业虚拟变量.
(三)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模型(１)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采用模型(２)检验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

焦点企业升级的溢出效应:

Lntfpi,t＝α０＋α１Dcgi,t＋α２ControlVariablesi,t＋α３Yeart＋α４Indi＋εi,t (１)

Lntfpi,t＝β０＋β１Dcg_indi,t＋β２ControlVariablesi,t＋β３Yeart＋β４Indi＋εi,t (２)
模型(１)中因变量为企业升级(Lntfp),自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cg),自变量包括一个总

指标(Dcg)与两个分指标:底层技术运用(Dcg１)与技术实践应用(Dcg２).其中,ControlVariables为

本文主要的控制变量.若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升级,α１应显著为正;反之,α１则应显著为负.
模型(２)中自变量替换为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均值(Dcg_ind),控制变量保留模型(１)中所有控

制变量并且参照李姝等(２０２１)的做法[２４],加入同行企业规模(Size_ind)、杠杆率(Lev_ind)、权益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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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Caps_ind)、总资产收益率(Roa_ind)、流动比率(Flowr_ind)等控制行业特征对数字化转型溢出效

应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１列示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Lntfp)的均值为

８．０８２６,最小值为５．９４４３,最大值为１０．７９８６,表明不同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数字

化转型(Dcg)的均值为１．０８２８,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４．８８２８,中位数为０．６９３１,表明在本文所研究的

样本中,超过半数的企业样本存在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且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余主

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Lntfp ２６５９８ ８．０８２６ １．００８７ ７．９９５５ ５．９４４３ １０．７９８６
Dcg ２６５９８ １．０８２８ １．３４１９ ０．６９３１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２８
Size ２６５９８ ２２．０７４４ １．２６３３ ２１．９００１ １９．５９２６ ２６．００８２
Lev ２６５９８ ０．４３８４ ０．２０４７ ０．４３４９ ０．０５０３ ０．８８３１
Caps ２６５９８ ２．２９７０ ２．９２６８ １．２９９２ ０．１３２４ １８．８８５６
Roa ２６５９８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３５４ ０．２３５６ ０．１９７０
Flowr ２６５９８ ２．３１３７ ２．４５２０ １．５７５９ ０．２９７６ １７．８１４１
Age ２６５９８ ２．７８８０ ０．３３９５ ２．８３３２ １．７９１８ ３．５２６４
State ２６５９８ ０．４０７６ ０．４９１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Mfee ２６５９８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４４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１６３９
Toptenrate ２６５９８ ０．５７８１ ０．１５２１ ０．５８６８ ０．２２４６ ０．９０３０
Independent ２６５９８ ０．３７３１ ０．０５３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３１２５ ０．５７１４
Dboard ２６５９８ ２．１４３２ ０．２００１ ２．１９７２ １．６０９４ ２．７０８１

　　(二)基础回归结果

１．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升级①

从表２第(１)(２)列中可以看出,当不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此外,第(３)(４)列结果表明,当使用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两个分指标底层技术运用(Dcg１)以及技术实践应用(Dcg２)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时,两者系

数均显著为正.其中,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Dcg２)对企业升级的影响系数较大并且更为显著,表明以移

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第三方支付等为代表的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数字技术在现实场景中的实践

运用,能够对企业升级发挥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基础回归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１.
　表２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升级

(１) (２) (３) (４)
Lntfp Lntfp Lntfp Lntfp

Dcg ０．１０５４∗∗∗ ０．０２９１∗∗∗

(８．１６) (４．３３)
Dcg１ ０．０１８０∗∗

(２．４９)
Dcg２ ０．０４１３∗∗∗

(５．２２)
Constant ７．４７２９∗∗∗ ５．９５４６∗∗∗ ６．０２８８∗∗∗ ５．９２３９∗∗∗

(８２．４０) (２６．９６) (２７．３２) (２６．８４)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 Y/Y Y/Y Y/Y Y/Y
样本量 ２６５９８ ２６５９８ ２６５９８ ２６５９８
调整后 R２ ０．１２７５ ０．７３８７ ０．７３８１ ０．７３９２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本文对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公司层面上进

行了Cluster处理,下表同.

５２１



　　２．同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溢出效应

本文依照模型(２)检验同行数字化转型对焦点企业升级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如表３所示,第
(１)(２)列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均能够促进焦点企业升级,
即存在同行数字化对焦点企业升级的溢出效应,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２.第(３)(４)列回归结果表

明同行企业底层技术运用以及技术实践应用对焦点企业升级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同行企业的技

术实践应用(Dcg２_ind)对焦点企业升级的影响更为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同行企业应用实践性较强

的数字技术更有利于焦点企业依托行业内已开发的数字资源“搭便车”,从而有助于促进焦点企业以

更低的成本实现转型升级.
　表３ 同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溢出效应

(１) (２) (３) (４)

Lntfp Lntfp Lntfp Lntfp
Dcg_ind ０．０９２５∗ ０．０８４２∗∗∗

(１．８６) (２．６８)

Dcg１_ind ０．０７１７∗∗

(２．５２)

Dcg２_ind ０．１２９９∗∗∗

(３．１４)

Constant ７．４７２６∗∗∗ ８．２２１８∗∗∗ ８．６６５１∗∗∗ ７．８８９８∗∗∗

(８０．４２) (７．０５) (７．３６) (６．８７)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 Y/Y Y/Y Y/Y Y/Y
样本量 ２６５９０ ２６５９０ ２６５９０ ２６５９０
调整后 R２ ０．１１５９ ０．７３９３ ０．７３９２ ０．７３９４

　　(三)稳健性检验

１．工具变量

在本文研究样本中,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可能具备更雄厚的资金实力并更注重通过引进新技术实

现提质增效,同时也更有能力或动机开展数字化转型,这会导致实证估计中的逆向因果问题.本文通

过构建工具变量来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的构建参照张叶青等(２０２１)的做法[４１],基于２００９
年由教育部、中组部和财政部联合发起致力于促进理工科发展的“珠峰计划”,将２０１０年前后正式开

始实施“珠峰计划”的１７所试点高校作为基点,通过计算上市公司距１７所高校的地理距离与实验期

的交乘项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具体采用公示(３)构造工具变量,i代表上市公司,k为第

一批试点高校,n为第一批试点高校数(n＝１７);distance为依照经纬度计算的公司办公地与高校k主

校区的直线公里数.Post为时间虚拟变量,第一批高校多在２０１０年开始实施“珠峰计划”,那么第一

批受“珠峰计划”影响的学生于２０１４年毕业,因此２０１４年以前的年份Post取０,以后的年份取１,并
且由于２０１４年当年无法完全归为受影响前或受影响后,故删除该年样本观测值.由于第二批试点始

于２０１５年,第一批学生于２０１９年毕业,考虑到本文样本期截至２０１９年,故只考虑第一批试点的影响

并删掉２０１９年样本观测值.

IVi,t＝ln ∑n
k＝１

１
distancei,k

æ

è
ç

ö

ø
÷ ×Postt (３)

选取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理工类技术人才是企业引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的关键瓶颈[４２],“珠峰计划”着重发展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等理工科专业,有助于增加理工科技术人才

的有效供给[４３].“珠峰计划”正式实施后距１７所试点高校较近的上市公司能够获得更加优质的技术

性人才资源以实施数字化转型,因此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珠峰计划”由教育部启

动,不受单个企业决策的干扰,满足外生性要求.采用２SLS的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② ,在第一阶段企

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工具变量的回归中,工具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珠峰计划”实施后,离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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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较近的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与预期一致.并且 CraggＧDonaldF统计量为８７．７９,

KleibergenＧPaaprKF统计量为２２．３８,均高于StockＧ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１０％的临界值１６．３８,表
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１)至(３)列所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

依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化转型依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升级.
　表４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与 Heckman两步法

变量
(１) (２) (３)

工具变量

(４)

Heckman两步法

Dcg ０．３１４５∗∗∗ ０．０３４０∗∗∗

(２．６８) (６．７３)

Dcg１ ０．２４８０∗∗∗

(２．８５)

Dcg２ ０．８４２７∗

(１．７９)
逆米尔斯比率 ０．０２５９∗∗

(２．１３)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 Y/Y Y/Y Y/Y Y/Y
样本量 ２１３６０ ２１３６０ ２１３６０ ２５８１７

　　注:括号中为z统计量.

　　２．Heckman两步法

本文在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代理变量时,对年报中未出现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企业样本,数字化

转型变量赋值为０;对未能有效提取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或当年年报未及时披露的企业样本,数字化转

型变量设为缺漏值.这一做法弱化了未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样本的影响,并且非随机的选择可能导

致上文估计结果存在样本选择偏误.为克服这一问题,本文采用 Heckman两步法依照如下模型进

行回归:

Pr(Digi,t＝１)＝γ０＋γ１Dcgi,t－１＋γkControlsi,t＋μyear＋μind＋εi,t (４)

Lntfpi,t＝δ０＋δ１Dcgi,t＋ρσλ̂＋δkControlsi,t＋μyear＋μind＋εi,t (５)
第一步选择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根据企业年报中是否有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生成的虚拟变量,解

释变量为企业上一期数字化转型代理变量,控制变量同上并且加入年度、行业固定效应.表４第(４)
列回归结果表明,在采用 Heckman两步法控制潜在样本选择偏误后,企业数字化转型依然能够显著

促进企业升级,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

３．倾向得分匹配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可能存在由自选择偏误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原因在于升级中

的企业更有可能引进先进数字技术变革传统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从而体现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

级具有促进作用,为克服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为将企业资产

规模、杠杆率、权益负债率等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一对一最近邻匹配,为数字化转型企业样本匹

配与之具有相似企业特征,但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样本,再进行 OLS回归.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表明③ ,匹配后样本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与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样本组间,协变量标准化偏差绝对值均

小于１０％,相较于匹配前该数值明显缩小,表明匹配结果较好.采用匹配后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５
所示,第(１)至(３)列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均对企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与上文回归结果一致,可以认为上文回归结果稳健.

４．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

基础回归中采用控制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的 OLS模型进行回归,为进一步检验该回归结果是否

稳健,本文还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表５第(４)列至(６)列结果表明,采用面板双固定效

应模型后,数字化转型依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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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与面板双固定效应

(１) (２) (３)

倾向得分匹配

(４) (５) (６)

面板双固定效应

Dcg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２７１∗∗∗

(３．６１) (５．０１)

Dcg１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１９５∗∗∗

(２．９１) (３．１７)

Dcg２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３６１∗∗∗

(３．９６) (６．２６)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Y/Y Y/Y Y/Y Y/N Y/N Y/N
样本量 １２４８３ １２４８３ １２４８３ ２６５９８ ２６５９８ ２６５９８
调整后 R２ ０．７２６８ ０．７２６４ ０．７２７１ ０．５７６３ ０．５７５２ ０．５７７０

五、机制检验

(一)促进企业创新

依照上文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需求与创新意愿并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数字

化转型带来的产品创新有助于企业实现产品差异化和提升产品附加值,运营模式的创新有助于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叠加影响有助于推动企业升级.因此,企业创新有可能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

业升级过程中重要的传导机制,本文将企业所获专利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Patent),采用三步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４４].为克服企业创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中可能存在因双向因果所导致

的内生性问题,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采用t １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表６中第(１)(２)列
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创新对企业升级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当加入创新

为控制变量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依然显著,表明创新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升级的过程

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Sobel检验结果表明该中介效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
(二)提高产能利用率

数字化转型可能通过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进而促进企业升级.具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

于上下游企业供求信息精准对接,助力企业对生产的全流程监控并实时掌握市场动态,进而有效提升

产能利用率从而促进企业升级.为检验产能利用率是否发挥了中介效应,本文参照余东华和吕逸楠

(２０１５)的做法[４５],将企业产能利用率视为“实际产出与理论最大产出之比”,并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

数法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CU).具体采用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和员工人数构建随机前沿生产面

以计算企业产能利用率.随后本文将产能利用率作为中介变量,采用三步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

６的第(３)(４)列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且产能利用率的提高能够显著

促进企业升级.此外,当加入产能利用率作为控制变量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依然显著为

正,表明产能利用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Sobel检验结果表明,在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升级的过程

中,产能利用率提升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中介效应占比为２２．１％.
(三)降低交易成本

为检验交易成本是否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本文参照袁淳等

(２０２１)的变量衡量方式,采用企业资产专用性作为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１６].资产

专用性较高的企业更容易被“套牢”或受到交易对手“敲竹杠”威胁,由此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本

文采用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衡量企业资产专用性(IA),无形资产占比越高表明企业资产专用

性越强,同时面临的交易成本越高.表６的第(５)(６)列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
企业交易成本随之下降并有效促进了企业升级,即交易成本在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升级的过程中发

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且Sobel检验显示该中介效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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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１)

Patent

(２)

Lntfp

(３)

CU

(４)

Lntfp

(５)

IA

(６)

Lntfp

Dcg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２８２∗∗∗

(２．２０) (９．１３) (２．５７) (４．２２)

L．Dcg ５．０５４４∗ ０．０３２３∗∗∗

(１．７９) (４．６２)

Patent ０．０００１∗

(１．８３)

CU ５．６３７３∗∗∗

(６８．５３)

IA ０．９７９９∗∗∗

(６．１４)
年份/行业 Y/Y Y/Y Y/Y Y/Y Y/Y Y/Y
SobelZ ２．５２７ ３．６３９ ４．２９６
(Pvalue)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２６８１７ ２５１２６ ３０７３１ ２６５７３ ３０７１３ ２６５５７
调整后 R２ ０．０３９８ ０．７３９９ ０．２３１２ ０．９３０８ ０．１３７１ ０．７４１４

六、异质性分析

(一)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升级的异质性分析

１．地区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拥有相对完善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与健全的法制环境,企业间的竞争更

加公开透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更为及时、有力.当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数
字化转型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要素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帮助企业精准对接潜在客户资源,进而能够更

有力地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产能利用率,实现企业升级.本文采用王小鲁等(２０１９)的市场化指数衡量

各省份市场化程度[４６],并按照每年该指数的中位数划分市场化程度较高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样本组

进行分组回归.表７的结果表明④ ,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

显著,即当要素市场、产品市场较为完善时,企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能够释放更大的利好影响.此外,
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表明当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尚

待完善时,企业会更加注重通过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获益.
　表７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升级:基于市场化程度、产业数字化、企业市场势力的分组检验

(１)

市场化程度较高

(２)

市场化程度较低

(３)

数字产业

(４)

非数字产业

(５)

市场势力较强

(６)

市场势力较弱

Dcg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３７３∗∗∗

(３．４７) (２．９１) (３．１７) (３．９８) (２．７３) (３．６３)
组间差异检验 ５９．２７∗ ９５．５１∗∗∗ ３５４．０１∗∗∗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 Y/Y Y/Y Y/Y Y/Y Y/Y Y/Y
样本量 １１７３４ １４５９２ ３９７３ ２２９９９ １２５３６ １４０５７
调整后 R２ ０．７３９３ ０．７４００ ０．７０７５ ０．７４３３ ０．８１１９ ０．７１８９

　　２．产业数字化特征

数字产业是数字化转型的先锋力量,隶属于数字产业的企业具有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天然优

势,那么数字产业中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能够享有更多的转型红利,非数字产业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能否达到与数字产业企业同等的转型效益,是我们要关注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依照国泰

安数据库中的划分标准,将一级行业分类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三级行业分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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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视为数字产业,其余行业视为非数字产业进行分组检验.表

７的结果表明在隶属于数字产业的企业样本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能够发挥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其中,非数字产业企业中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相对滞后,而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升级

的促进作用在两组间差异较小,以上结果均显著通过组间差异检验.综上,属于数字产业的企业更容

易获得数字化转型红利,而非数字产业企业能够凭借对实践型数字技术的运用,获得与数字产业企业

相当的转型红利.

３．企业市场势力

市场势力较弱的企业在与上下游企业谈判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此时企业可能更注重与数字

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新兴数字技术实现与客户的精准对接以提升市场势力,即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可能在市场势力较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为此,本文依照产业组织理论相关文

献,采用勒纳指数(Li)衡量企业市场势力,该指数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市场势力越强.考虑到数据

的可得性,本文参照曹越等(２０１７)的做法[４７],采用公式Li＝
Price MC

Price
计算企业市场势力,并选取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作为 Price与 MC的代理变量.随后,本文按照企业市场

势力年度中位数将全样本分为市场势力较强与市场势力较弱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表７的

结果表明当企业市场势力较弱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４．企业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引领导向作用,为响应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号召,国有企业有

义务探索企业与数字技术融合的新模式,将数字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此外,国有企业拥有较为雄厚的

经济实力与较低的融资约束,有能力对接先进的数字技术与数字化管理理念.国有企业受行政干预

较大且代理成本较高,而数字技术的引入不仅能够完善企业内部治理体系,降低代理成本,还能为国

有企业发展带来更多市场资源,使其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淘汰落后产能.综上,国有企业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可能更为显著.为此,本文按照企业产权性质进行了分组检验,表８的结果

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且在国有企业中无论是底层技术运用还是技

术实践应用都对企业升级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国有企业更加注重底层数字技术的研发以及

数字技术的实践运用,使它们在企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数字化转型也能为国有

企业带来更为显著的利好影响.
　表８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升级:基于企业产权性质、行业信息透明度的分组检验

(１)

国有企业

(２)

非国有企业

(３)

行业信息透明度较高

(４)

行业信息透明度较低

Dcg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１７９∗∗

(３．８３) (２．５３)

Dcg_ind ０．１２００∗∗∗ ０．０１２４
(２．６０) (０．３７)

组间差异检验 １１３．９６∗∗∗ １９０．０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 Y/Y Y/Y Y/Y Y/Y
样本量 １０８４１ １５７５７ ９５３９ ８４６１
调整后 R２ ０．７４７５ ０．７０７３ ０．７２７５ ０．７２８４

　　(二)数字化转型行业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依照上文分析,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知识溢出与技术溢出促进焦点企业升级.无论是

知识溢出还是技术溢出均有一个假定前提,即同行企业具有较高的信息披露意愿.如果同行企业刻

意隐藏数字化转型或投资收益相关信息,焦点企业对同群企业的学习模仿会受到限制.为检验数字

化转型的行业溢出效应是否依赖于同行信息披露,本文选取国泰安数据库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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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将上市公司当年考评结果“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分别赋分为４、３、２、１,再计算同年度同行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得分均值作为行业信息透明度代理变量,并按照该变量年度均值进行分组检验.
表８的检验结果表明,当焦点企业所在行业信息透明度较高时,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焦点企业升级

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即存在数字化转型的行业溢出效应;而当行业信息透明度较低时,同行企业的

促进作用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只有当行业信息透明度较高时,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与投资收

益情况能够更好地传递至焦点企业,从而对焦点企业升级产生影响.

七、结论与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真正实现了数字赋能并最终推动了企业升级,是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

的热点话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单个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企业内部信息数据化、网络化,对企业传

统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营销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也为企业研发、优化资源配置和更好地参与市

场交易活动等带来了利好影响,由此促进企业升级;同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数字化产品、服务

或人才流动实现行业内知识溢出与技术溢出,间接促进行业内其他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实现企业

升级.本文以沪深 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

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升级且同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具有溢出效应.并且,与企业市场交易等

活动直接相关的数字技术实践应用能够对企业升级产生更明显的推动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

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产能利用率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最终促进企业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

字化转型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数字产业企业、市场势力较弱以及国有企业中

更为显著;并且较高的行业信息透明度是产生数字化转型行业溢出效应的重要前提.
为实现数字化背景下同行企业协同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享有数字化转型红利,从政府的角度出

发,可以鼓励同行企业加大数字化转型合作力度与科研交流,对处于行业劣势地位且具有升级潜力的

企业给予政策优惠或补贴,以增强同行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的正向溢出效应,提升企业升级活力.从企

业自身的角度出发,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密切关注同行数字化转型领先企业的发展动

态,通过行业协作与知识交流积极引入先进技术经验;同时企业要注重在数字化转型中形成创新成

果,并通过数字技术与企业原有生产模式的融合提升产能利用率,借助数字化优势降低交易成本,以
数字化转型带动新一轮企业升级.

注释:

①限于篇幅,实证检验中控制变量的结果留存待索.
②限于篇幅,２SLS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留存待索.
③限于篇幅,倾向得分匹配中平行趋势检验结果留存待索.
④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中“底层技术运用”与“技术实践应用”分组回归结果留存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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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andSpilloverEffe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onEnterpriseUpgrading
DUYong　LOUJi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digitaleconomy,alargenumberofentityenterprisesbegin
tojointhetideofdigitaltransformation．Whetherdigitaltransformationcaneffectivelyempower
enterpriseupgradingandwhether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peerenterpriseshasspillovereffects
onotherenterprisesintheindustryareimportanttopicsrelatedtotheeffectofenterprisedigital
transformation．ThispapertakesallnonＧfinanciallistedcompaniesinShanghaiandShenzhenAＧ
sharesfrom２００７to２０１９asresearchsamples,andfindsthatenterprisedigitaltransformationcan
effectivelypromoteenterpriseupgrading,andthiseffecthasindustryspillovereffect．Inaddition,
the＂applicationofunderlyingtechnology＂and＂applicationofpracticaldigitaltechnology＂bothin
theprocessofdigitaltransformationofasingleenterpriseandtheindustrycanpromoteenterprise
upgrading．Inthisprocess,theincreaseofenterpriseinnovationinput,theimprovementofcapacity
utilizationrateandthedeclineoftransactioncostplayapartofthemediatingeffect．Heterogeneity
analysisshowsthatdigitaltransformationplaysamoresignificantroleinpromotingenterpriseupＧ
gradingamongenterpriseslocatedinregionswithhighdegreeofmarketization,digitalindustrial
enterprises,enterpriseswithweakmarketpowerandstateＧownedenterprises．Inindustrieswith
higherinformationtransparency,theindustryspillovereffe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ismoresigＧ
nificant．TheresearchofthispaperprovidestheoreticalsupportandpracticalsuggestionsforrealiＧ
zing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industryunderthebackgroundofdigitalizationandpromoＧ
tingenterprisestobetterreapthedividendofdigitalizationtransformation．
Keywords:DigitalTransformation;EnterpriseUpgrading;DigitalTechnology;Spillover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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